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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碑林回廊，《乾隆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也许是第一个激发游人好古

之心的碑刻景观，相较于大批有幽居陈列室、以“扎堆”面目示人的汉唐名碑、元

明书法，这块占据 C 位（进门左手）、衣衫华美（为四角碑亭所包裹）、身材修长

（高约 2.5 米）的清代作品无疑显得突兀，似乎经不起细细思量。然而考诸史籍，

碑林在清代为陕西府学（学宫）所在，“左庙右学”自唐讫清始终是学宫的基本空

间格局，每一位试图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读书人，都是从告成碑旁的棂星门开始自

己的人生旅程，当告成碑由京师太学而逐渐造作于各地府、州、县学时，各地的知

识精英在祭拜孔子时熟悉了告成碑所记载的边疆事务，经由这一日常礼仪，帝国实

现了由告成太学到告成天下的宣传攻略。 

 

从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到宝鸡周公庙、固原姚河塬，每一处沉默的遗迹都成为两

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学子“审问”的对象，千年前的史弥射家族冢木已拱，但残泐的

墓志道出来华粟特人的生命轨迹；宝鸡姜嫄庙前世代有人焚修祝厘，然而其信仰功

能从“高禖”到媒神、求子神，层累着关中的历史记忆；姚河塬遗址发现迄今难得

一见的青铜作坊（全国不超过五处），车马坑和墓葬显示该处应为周王朝的一个边

疆驻守机构，访问历史现场如同扫描二维码一样成为学子的日常，通过对遗迹的情

景式解读，其后隐藏的复杂历史信息一一浮现。 

 

从差异中寻找意义 

 

2018 年 7 月 30 日，由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

学系、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合作主办，陕西师

范大学文史相关科系承办的第八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在西安开营，此次研习营

主题聚焦“关中•外缘”，学员招收面向两岸四地及留学海外的文史哲相关科系博

士研究生及青年教师，最终确定 52 余名正式学员。授课阵容汇聚了台湾中央研究

院院士、副院长黄进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明珂，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李孝悌、哈佛大学田晓菲、北京大学荣新江、复旦大

学葛兆光著名作家贾平凹以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王欣教授等。通

过专家授课、文献研读、田野调查、分组讨论、学员报告等形式，培养两岸（三地）

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田野调查的兴趣与习惯，透过实际的田野



考察和地方视角，对文献有深刻而新鲜的体认与解读，同时促进两岸文史科系博士

生和年轻学者的知识交流与激荡。 

 

研习营的讲座主题或聚焦于关中的区域文化、或着眼于对西北地区的整体关

照、或从边缘视角注重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反思性研究，不乏在史料运用、研究范式

乃至学术理念上都具有垂范意义的名篇。而对学子而言，最有价值的地方则在于获

得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打破壁垒森严的学科区隔，尝试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切入

问题、尽力用其他学科的语言对自己的体会进行复调重述，从而避免让学术探讨沦

为“聋子间的对话”，从差异中寻找意义。 

 

文本与情境 

 

王明珂先生长期躬耕于文本、表征情境的辩证关系，注重对华夏边缘历史面貌

高清晰度的深描，进而提醒研究者警惕从“中心”立场居高临下的历史论述，王明

珂先生认为，至少自汉晋以来，许多中原士人生活在帝国、郡县、家族三种情境之

中，对应产生了正史、方志、族谱三种文本，帝国、郡县、家族各有其结构，与之

对应的文本亦各自形成自己的书写结构，以保证合宜的文本记忆被产出，进而强化

现实本相，正史的书写者通常兼具官员和士人两种身份，因此正史往往表现出对典

范的遵循，而一些边地士人和少数民族书写的文本对文类结构的违逆，表现出作者

居于帝国边缘之情境及其个人在此情境下的认同情感。葛兆光先生以存世多种苗

蛮图为素材，指出《苗蛮图》背后是帝国扩张下的州县与臣民，进而中国民族史研

究不断追问：现在的“苗族”是一个“民族”吗？“苗族”有一个共同的历史和

起源吗？“苗族”的族群认同是怎样建立的？ 

 

共相与殊相 

 

王欣先生具有新疆吐峪沟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札多次的田野调查经验，

此次讲座主题《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交融与构建》正是以这一区域景观为论述起点，

该麻札是一处由佛教场所转变而来的伊斯兰教圣地，在“圣墓”外表下隐藏着其

他宗教的“景”，其特殊面貌是维吾尔族先民依据自身萨满教文化传统，立足当地

所积淀的丰厚文化土壤，对外来伊斯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改造和重构的结构，

以此深化对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其更深层次的关怀或许在意提

醒学子思考：一个族群怎样记忆、回溯、叙述过去的事实？ 

 

田晓菲教授的《埋或烧：中唐时期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转型》杂采郭季产《集异

记》、刘义庆《幽明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魏晋至晚唐志怪小说、笔记等，利

用这些被传统史学视作“边角料”的素材，确定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弃去了传统学



制下的诸多繁腐，揭示了中国文学“索物以托情”的传统。冯梦龙曾言“史统散而

小说兴”，或许囿于文史之间的分野，史学出身的学子在叹服之余，对田氏所用材

料时间性的缺失（中晚唐有别于其他朝代的地方在哪里？）、材料的片面性（如《太

平广记》由民间集佚而成书，著者在集佚过程中秉持何种立场对材料做了哪些取

舍？）措意不一，对于王德威先生而这些留白又成为新一轮思考的起点。 

 

学风与世风 

 

以“天下第一所”名垂于世，史语所对台湾中国史研究影响的全面和深刻自

不待言，而其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浮沉或许是研究“学风”与“世风”关系的绝

佳个案，黄进兴先生此次的授课专题《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史语所研究之旨

趣>》对该所创始人以及“永远的所长”傅斯年先生学术思想做了深入评述，20 世

纪初恰值德国兰克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风云交汇之期，傅先生因留德等机缘最终

蹈入兰克的河流，主张史学即科学，从而确立了史语所注重实证之学风，认为历史

的全部工作就是搜集和考证材料，以待事实来解释自己，然而迁台之后，由于岛内

新生代学者大多留学欧美，西风所渐致使此辈转而拥抱社会科学，对史语所有“只

考史不著史”的批评，乃至有“研究一辈子春秋却写不出一部春秋史”的讥讽。洎

乎 70 年代，由于“眼光向下的革命”，社会史、医疗史、身体史等遍地开花，史

语所传统的制度史、政治史研究则渐显颓势，人类学出身的王明珂先生继任所长代

表着的是一种传统的“失守”抑或别样的新生，或许要穿过世风去看待。 

 

纸短意长、草草不尽。最后以此次王明珂先生的一句讲演作为结语：“我们很

喜欢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但对历史真实永远保留一种谦虚的态度”。 

 


